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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县级层面数据和中央对国家级贫困县资格的划分，

采用断点回归方法估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

显示：两类转移支付资金对地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作用，但是专项转移支付拉动经济

增长的效果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更高的财力均等化程度，可能

会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产生负向激励，使转移支付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弱化。我国

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转移支付结构时，应当在促进地区间财力均等化 （“公

平”）和经济增长 （“效率”）之间适当权衡。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时，

应配套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防止地方政府对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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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市场化政策下，中国
经济实现了长达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却日益突出，中西部
地区仍然存在规模较大的贫困人口。为了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均衡发
展，中央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越来越大。《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缩
小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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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７１５３３００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７１４０３２７８）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 （ＱＮＲＣ２０１６２０）的阶
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① 在增加对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规模
的同时，中央还提出改革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清理、整合、

规范专项转移支付。② 对贫困地区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更直接地缩小地区间
政府的财力差距，但只有通过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提升其 “造血能力”，才能从
根本上有助于区域间均衡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评估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
果，尤其需要关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效果的差异。

一个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增加，地方政府将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从而有助于当地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均等化程
度和资金用途限定上存在制度设计差异，两类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可能
存在不同。首先，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更高的均等化程度。

其均等化设计意味着，地方获得的转移支付数额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向关系，

因此可能会产生 “鞭打快牛”的效果，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产生负向激励，从而使
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小于专项转移支付。其次，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比，一般性转移
支付通常不限定用途，这有助于发挥地方在使用转移支付资金上的自主性。但是，

如果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等化设计削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地方政府将转
移支付用于提供优质公共物品的激励也就被削弱，不限定用途这一制度设计反而可
能会降低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与之相比，专项转移支付因限制用途，反而避
免了资金的低效率使用，从而可能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阐明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都有
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较高均等化程度和没有用途限制这
两个属性，导致它对提升经济增长的效果要小于专项转移支付。随后，本文利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的县级层面数据，对两类转移支付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实
证研究的核心在于，识别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一个地方获得额外１单位转移支
付可以带动本地ＧＤＰ增长的量。但要准确估计这一系数，需要解决转移支付的内生
性问题。本文利用中央划定国家级贫困县这一自然实验，使用断点回归设计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ＲＤＤ）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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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８日，第１版。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７１号）提出：
“逐步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形成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２０１４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也提
出：“财政转移支付应当规范、公平、公开，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
要目标。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
移支付，以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
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２０１４年修正），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
ｍｏｆｈｏｍｅ／ｆｕｊｉａｎ／ｌａｎｍｕｄａｏ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ｃｅｆａｇｕｉ／２０１５０１／ｔ２０１５０１０８＿１１７７７４７．ｈｔｍｌ）



于我们研究的样本，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１单位会带动地方ＧＤＰ增长约０．３５单位，

而专项转移支付增加１单位会带动地方ＧＤＰ增长约０．６３单位。我们还发现，专项
转移支付对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比，均等化特征更明显、资金
使用限制更少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助于地区间财力均等化，但是它在促进公
平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效率损失。因此，未来我国转移支付结构的改革，需要适当
权衡财力均等化和经济增长两大政策目标，应在享受财力均等化带来 “公平”的同
时，兼顾 “效率”。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时，应当出台相关配套
措施，避免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产生负向激励，防止贫困地区形成对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

从既有文献来看，有关转移支付效果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领域。一是转移
支付的县级财政解困效应，二是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三是转移支
付对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四是转移支付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前三个
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① 在第四个领域，马拴友和于红霞、郭庆旺等、范子英
和张军分别利用省级数据考察了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② 与这些研究相比，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这些研究考察的是地区对转移支付依赖度于经
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考虑转移支付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本文着重分析考察一
般性和专项两类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第二，在实证方法上，我们更好
地处理了转移支付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我们使用样本量更大的县级数据。

近年来，国外也有很多文献考察转移支付资金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
究尤其注重解决转移支付的内生性问题。Ｈｏｒｔａｃｓｕ等利用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的灾
害救助资金作为外生冲击，Ｓｅｒｒａｔｏ和 Ｗｉｎｇｅｎｄｅｒ等利用人口普查年之后美国联邦对
各县转移支付的变化作为外生冲击，这两项研究估计出１单位转移支付能够带动州
和地方ＧＤＰ增长１．５—２个单位。③ Ｆｅｙｒｅｒ和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基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美
国实施的 《复苏与再投资法案》（ＡＲＲＡ），估计出联邦对州的１单位转移支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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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综述参见范子英：《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效果及遗留问题》，《南
方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 《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郭庆
旺、贾俊雪、高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２００９年第

１２期；范子英、张军：《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中国工业经
济》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Ａｌｉ　Ｈｏｒｔａｃｓｕ，Ｌａｓｚｌｏ　Ｊａｋａｂ　ａｎｄ　Ｔｏｂｉａｓ　Ｍｏｓｋｏｗｉｔｚ，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Ｓ．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１；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Ｓｕａｒｅｚ　Ｓｅｒｒａｔｏ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Ｗｉｎｇｅ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ｍｉｍｅ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２０１１．



带动地方ＧＤＰ增长约在０．５—１个单位之间。① 本文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着重区
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作用效果的差异。②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现实背景，

并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不同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第三部分介绍本
文的实证策略和所用数据；第四部分报告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从１９９４年 “分税制”改革后才建立起来的。③
“分税制”大幅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但是，地方政府仍然承
担着较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收入远低于支出责任的缺口，中央财
政对地方开始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起初的转移支付规模很小。与之相比，为了照顾
地方的既得利益，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对地方给予大量的税收返还。由于税收返还
只是实施分税制改革时中央与地方妥协的一种产物，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存在
很大的差别，因此，本文所指的转移支付均不包含税收返还。税收返还的数额是与税
收基数和税收增长率直接挂钩的，以 “保基数”为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返还
的相对数额逐渐降低，到２０１２年税收返还占地方总财力的比重仅为４．８％ （见图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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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ｍｅｓ　Ｆｅｙｒ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Ｄｉｄ　ｔｈｅ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ｍｉｍｅｏ，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
国外一些文献单独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 （或一般性转移支付）对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
力的影响，例如Ｂｕｅｔｔｎｅｒ和Ｅｇｇｅｒ等，但都没有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和Ｔｉｍｏｆｅｅｖ发现，俄罗斯每个州内部的财
政均等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没有明确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和专
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参见 Ｔ．Ｂｕｅｔｔｎｅｒ，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ｏｎ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９０，２００６，ｐｐ．
４７７－４９７；Ｐ．Ｅｇｇｅｒ，Ｍ．Ｋｅｔｈｅｎｂü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Ｓｍａｒｔ，Ｄｏ　Ｆｉｓ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９４，

２０１０，ｐｐ．２３５－２４６；Ｊ．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　ａｎｄ　Ａ．Ｔｉｍｏｆｅｅｖ，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Ｇｅｏｒｇ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０．
在１９９４年之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几乎就等于各自的财政收
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数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例如，１９９１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仅为６４．５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４％。参见范子英：《中国的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目标、效果及遗留问题》，《南方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２００２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同样为了照顾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中央也出台了对地方的
所得税税收返还，但２００４年后，税收返还的相对数额又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又进行了多次向中央集中财力的改革，包括２００２年所得
税分享改革、２００３年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以及多次的印花税分享比例改革等，这
进一步增强了中央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地方总财力中依赖于转移支付的比重也随
之逐年提高，从１９９７年的１２．６％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７．８％ （见图１）。在省、市、县三
级地方政府中，县级政府是财政转移支付最主要的补助对象。根据财政部预算司、国
库司编 《２０１０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提供的数据计算，２００９年全国县级政府总财力依赖于转移支付的比重达到４７．６％。

图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年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占地方总财力的比重

　　　注：地方总财力＝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上年结余＋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上解

资料来源：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编：《中国财政年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历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编：《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财政部２０１２年全国财政总决算表。

转移支付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增加，在结构上也发生着变化。中央不断提高一般
性转移支付的相对规模，试图通过均等性更强、对地方政府资金使用限制更少的一
般性转移支付，实现地区间财力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① 尤其是在２００２年所得
税分享体制改革后，中央集中的所得税收入增量全部用于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如
图１所示，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地方总财力的比重从１９９９年的４．４％提高到２０１２年
的１９．９％。与此相比，专项转移支付占地方总财力的比重较为稳定，大体维持在

１５％—２０％之间。２００５年后，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大体相当。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为了弥补经济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

而设计的一种政府间补助形式，通常采取 “因素法”进行公式化资金分配，② 不限
定用途，因此又可称为 “无条件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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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官方称谓发生了多次变化，２００９年之前被称为 “财力性转移支付”，

２００９年之后才被称为 “一般性转移支付”。２００９年之前也有 “一般性转移支付”条目，这
一条目在２００９年之后被改称为 “均衡性转移支付”，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一类。本文
所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口径是２００９年之后的口径，即去除专项转移支付外的所有转移支付。
以中央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为例，其分配公式是：转移支付额＝ （标准支出－标准



定的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一类转移支
付，通常按照项目进行资金分配，又可称为 “有条件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
专项转移支付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图２　税收返还及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对全国县级财政收入基尼系数变动的影响

　　　注：样本不包括市辖区。

资料来源：财政部预算司、国库司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历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首先，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更强的财力均等性。①如图２所示，１９９７年之后，

全国人均县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基尼系数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税收返还对县级
人均财政收入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影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具有一定
的均等化特征，能够降低县级人均财政收入的基尼系数，但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财
力均等化效果要明显强于专项转移支付。② 其次，专项转移支付通常限定了具体的
资金用途，上级政府对资金使用的干预要强于一般性转移支付，③ 而且在很多情况
下，还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正因为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异，一般性转移
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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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收入）×转移支付系数。其中，标准财政收入依据工业增加值等指标，根据每种税的税基
乘以税率计算；标准财政支出以总人口为主要因素，适当考虑面积、海拔、温度等因素而
测算；转移支付系数，参照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财政收支差额，以及各地区
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确定。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中按因素法分配的部分，也照上述公式进行
分配。参见财政部：《２００３年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办法》（财预 ［２００３］３５５
号）；李萍、许宏才、李承：《财政体制简明图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①　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公式化分配，因而分配过程的透明度也高于专项转移支付。
尤其是２００２年之后，随着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财力
均等化效果明显增大。
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当中的某些类别具有专项化色彩，如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基本
养老金转移支付等，基本限定了资金用途，但这些转移支付仍有显著的财力均等性。
总体上看，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衡性强于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支出自主度
小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二）理论机制分析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增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有直
接效果和间接效果两个方面。

（１）直接效果
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加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因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因此直接

效果是正向的。一个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力增加，从而财
政支出将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可分为两个方面。一类是政府官员自身的消耗性支
出，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支出，以及政府官员在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的腐败性消耗等，

这些支出无助于经济增长。另一类是具有正外溢性的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可以提
升当地私人资本的生产率，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① 当资本可以跨地区自由流动时，由
于公共物品可以提升私人资本的回报率，从其他地区流入到该地区的私人资本也会增加，

增强了转移支付的正面效果。因此，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取决于转移支付资金
在多大比例上增加了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不是行政管理费等消耗性支出。

转移支付能以多大比例增加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取决于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激
励。一方面，地方官员可能关心辖区内的社会福利。在我国以辖区ＧＤＰ增长为主的
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系下，地方官员愿意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地方官
员也关心个人的自身消费。行政管理费等消耗性支出增加，不仅使地方官员获得较
好的在职消费，还可以获得基层官僚的政治支持。地方官员将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
行权衡。如果官员增加行政管理费等消耗性支出，就会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从而
导致当地的经济产出减少，影响官员的晋升。

（２）间接效果
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果在于，其分配机制设计对地方政府行为究竟产

生何种激励作用。这可能正向地增加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也可能负向地削弱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如果转移支付的形式是总量转移支付 （ｌｕｍｐ－ｓｕｍ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即转移支付数额是完全外生给定的，不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努力挂钩，那
么这种转移支付并不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激励效应。

与总量转移支付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分配机制可能弱化转移支付资金的效
果。首先，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更强的均等化性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直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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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Ｂａｒｒ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９８，ｎｏ．５，１９９０，ｐｐ．１０３－１２５；Ｓ．Ｇａｍｋｈａｒ　ａｎｄ
Ａ．Ｓｈａｈ，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　Ｒｏｂｉｎ　Ｂｏａｄｗａｙ　ａｎｄ　Ａｎｗａｒ　Ｓｈａｈ，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ｐｐ．２２５－２５８．



地方政府所获得的转移支付数额，削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其次，如果地方
政府缺乏经济发展的激励，转移支付资金可能被低效率使用。

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专项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性质较弱，因而通常不会对地

方政府发展经济产生负向激励。专项转移支付在用途上有明确限定，尤其是限定不

能用于增加行政管理支出。有很多专项转移支付还要求地方进行配套支出，可以较
大程度地提高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更为明显。① 当然，专

项转移支付过于严格地限定用途，也可能导致资金偏离地方的实际需要和居民偏好，

加之其种类繁多、资金分散、项目申请程序复杂，这些弊端也可能弱化专项转移支

付对经济增长的效果。

（三）理论模型

以下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阐明不同类型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

差异性。我们借鉴Ｃａｉ和Ｔｒｅｉｓｍａｎ② 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中央对
地方的转移支付。假设一国之内存在Ｎ个地方政府 （Ｎ的数量很大），整个经济体

共有Ｋ单位的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可以跨地区自由流动。每个地方的企业均由私人

资本投资，采用如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Ｆｉ＝ＡｉｋαｉＰβｉ （１）

下标ｉ为第ｉ个地方政府，Ｆｉ是产出，ｋｉ是私人资本数量。Ｐｉ是政府提供的公共

物品，它具有正外溢性，因而可以提高私人资本回报率。Ａｉ是每个地方自身的禀赋，

禀赋差异会影响当地企业的生产率。产出弹性α和β满足：α＞０，β＞０，α＋β＜１。

α＋β＜１表明私人资本和公共物品对产出存在规模报酬递减，这是因为产品生产过
程中还需要土地、劳动力等固定投入。

从本文分析的角度出发，政府支出分为两类。一类是上述的公共物品Ｐｉ，另一类是

政府自身的消耗性支出ｃｉ。地方官员同时追求自身消费和政治晋升所带来的效用，辖区经

济产出的提升将有助于政治晋升。我们基于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等的职业生涯模型，③ 将地方政

府的效用函数设为如下拟线性 （ｑｕａｓｉ－ｌｉｎｅａｒ）形式：

　　Ｕｉ＝Ｆｉ＋λｉｌｎ（ｃ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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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也可能被地方政府挪作他用，但难度较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
过程中受到的监督也更强，上级政府会对一些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审计。

Ｈ．Ｃａｉ　ａｎｄ　Ｄ．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Ｄｏ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５，２００５，ｐｐ．８１７－８３０．
Ｍ．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Ｉ．Ｊｅｗｉｔｔ　ａｎｄ　Ｊ．Ｔｉｒｏｌ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Ｐａｒｔ　Ｉ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６，１９９９，ｐｐ．１９９－２１７．



其中，ｃｉ是政府自身消费；λｉ反映政府关心自身消费的程度，其取值范围在０和

正无穷之间。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源于其自身税收收入和上级给予的转移支付，地方

政府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Ｐｉ＋ｃｉ＝Ｓｉ＋ｔ　Ｆｉ （３）

其中，ｔ　Ｆｉ是地方政府自身税收收入，ｔ是地方税税率。企业除缴纳地方税之

外，中央政府还征收中央税，税率为τ。地方税税率和中央税税率都是由中央政府

确定的，而且在所有地区都相同。Ｓｉ是上级政府给予地区ｉ的转移支付，我们首先考

虑无条件的均等性转移支付Ｓｇｉ，其分配公式如下：

　　Ｓｇｉ＝σｉ （Ｆ０－Ｆｉ） （４）

Ｆ０是一个外生给定的参数，我们要求Ｆ０足够大，所有地区的经济产出Ｆｉ都小于

Ｆ０，从而保证各地区都能获得正的均等化转移支付。σｉ是转移支付系数，反映转移

支付的均等化力度。① 给定一个地区的税基大小Ｆｉ不变，σｉ越大，该地区得到的转移

支付越多。给定转移支付系数σｉ保持不变，一个地区经济产出越低，其获得的转移

支付数额越多。同时我们限定σｉ＜ｔ，即一个地区经济产出增加对转移支付数额的降

低程度，小于其对地方税收的增加程度。这意味着，地方经济产出一定可以增加当

地政府的总财力。

本文模型设定的博弈顺序如下。首先，中央政府决定中央税和地方税税率，以

及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案；② 其次，所有Ｎ个地方政府同时决定本地提供公共物品的

数量Ｐｉ；最后，投资者决定在各个地区投资的数量ｋｉ。由于资本可以跨地区自由流

动，在均衡状态下，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会使各地区的资本净回报率都相同，即

满足如下均衡条件：

　　１－ｔ－τ（ ）Ｆｉ
ｋｉ

＝ｒ （５）

其中，ｒ是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相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每个地方政府的

辖区范围都较小，因此可将资本回报率ｒ视为给定的。通过 （１）和 （５）式，我们可以

得到，当第ｉ个地方提供公共物品数量为Ｐｉ时，所能吸引到的私人投资ｋｉ满足如下条件：

　　ｋｉＰｉ，ｒ，Ａｉ（ ）＝［
１
ｒ１－ｔ－τ
（ ）αＡｉＰβｉ］

１／（１－α）

（６）

在给定资本回报率ｒ和受到 （３）式中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选择公

共物品供给数量Ｐｉ，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将 （３）、 （４）式代入 （２）式，求解 （２）

式的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如下一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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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σｉ可以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

中央政府将其税收收入中除本级支出以外的部分全部用于转移支付。由于Ｎ的数量很
大，每个具体的地方政府ｉ对中央政府可用于转移支付的总财政资源影响很小。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
λｉ

Ｓｇｉ＋ｔ　Ｆｉ－Ｐｉ＋λｉ （ｔ－σｉ）
（７）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所带来的边际产出。它包含两方面的

效果：一方面，公共物品的增加直接带来的产出增加 （即Ｆｉ
Ｐｉ

）；另一方面，由于私

人资本的回报率提高，其他地区资本将流入到该地区，从而带来的产出增加 （即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７）式表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带来的边际产出应该等于其边际机

会 成 本： λｉ
Ｓｇｉ＋ｔ　Ｆｉ－Ｐｉ＋λ（ｔ－σｉ）

。 由 此 易 得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

０ 和

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

Ｐｉ ＜０，即公共物品的边际产出为正，公共物品增加肯定会带来

辖区内产出的增加。随着公共物品供给数量的增加，公共物品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

对 （７）式进行整理可以得到：

　　 （ｔ－σｉ）（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
λｉ

Ｓｇｉ＋ｔ　Ｆｉ－Ｐｉ
ｔ－σｉ

＋λｉ
（８）

由于
（Ｓｇｉ＋ｔ　Ｆｉ－Ｐｉ）

ｔ ＞０，ｔ－σｉ＞０，可以得到 （ｔ－σｉ）（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１。

它背后的含义是，公共物品每增加１单位，其所带来的地方边际财力增加小于公共
物品供给的边际成本。

由 （７）式可以进一步得到：

　　
Ｐｉ
Ｓｇｉ

＝
λｉ－

λｉ２

Ｆ０－Ｆｉ

λｉ （１－ｔ－σｉ（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烄

烆

烌

烎
）－Ｂ２　Ａ

（９）

其中Ａ＝
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

Ｐｉ
，Ｂ＝Ｓｇｉ＋ｔ　Ｆｉ－Ｐｉ＋λｉ （ｔ－σｉ）。由于已知Ａ＜０

和１－ （ｔ－σｉ）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烄

烆

烌

烎
＞０，因此当一个地区经济产出Ｆｉ满足Ｆｉ＞Ｆ０－λｉ

时，即Ｆｉ较为接近阈值Ｆ０且λｉ较大时，就有
Ｐｉ
Ｓｇｉ

＜０和
Ｆｉ
Ｓｇｉ

＜０。此时，上级政府给

予的转移支付数额Ｓｇｉ增加１单位，意味着均等化系数σｉ增加幅度较大。由于均等化
程度提高本身会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产生负面激励作用，加之此时地方官员看重自
身消费的程度较高 （λｉ较大），该负面作用大于转移支付数额增加本身所带来的正面

·４１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作用，从而出现了负的净效果。反过来，当一个地区经济产出远离阈值Ｆ０时 （Ｆｉ＜

Ｆ０－λｉ），就有
Ｐｉ
Ｓｇｉ

＞０和
Ｆｉ
Ｓｇｉ

＞０，此时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所带来的正向效果大

于负向效果，因而产生正的净效果。由于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０，继而我们可以得到

Ｆｉ
Ｓｇｉ

＞０。在本文中，我们假设阈值Ｆ０很大，且地方官员看重自身消费的程度λｉ不会

特别大，因此各地区均满足Ｆｉ＜Ｆ０－λｉ这一条件。在 （９）式基础上，我们可进一步

得到
ｄ２Ｐｉ
ｄ　Ｓｇｉｄσｉ

＜０以及
ｄ２Ｆｉ
ｄ　Ｓｇｉｄσｉ

＜０。这样，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１：
ｄ　Ｆｉ
ｄ　Ｓｇｉ

＞０，
ｄ２Ｆｉ
ｄ　Ｓｇｉｄσｉ

＜０。即一个地区获得的无条件均等性转移支付数额

增加时，会导致地区经济产出增加。但是随着均等化程度的提高，无条件均等性转
移支付数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会减弱。

下面考虑带有配套性的有条件转移支付，它用于对地方提供的公共物品进行配

套，从而限定了这类转移支付的用途。如果地方政府ｉ总计提供公共物品为Ｐｉ，那

么其中的中央政府对地方ｉ提供ｍｉＰｉ的补助，① ｍｉ的取值在０到１之间，此时配套性

有条件转移支付的分配公式为：

　　ＳＥｉ＝ｍｉＰｉ （１０）

类似地，当地方政府选择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最大化效用时，可以得到如下一
阶条件：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
λｉ１－ｍｉ（ ）

ＳＥｉ＋ｔ　Ｆｉ－Ｐｉ＋λｉｔ
（１１）

由 （１１）式可以得到：

　　
Ｐｉ
ＳＥｉ

＝

λｉ
Ｐｉ
ｔＦｉ＋λｉｔ（ ）

λｉ （１－ｍｉ）（１－ｍｉ－ｔ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烄

烆

烌

烎
）－Ｂ２　Ａ

（１２）

其中Ａ＝
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

Ｐｉ
，Ｂ＝ＳＥｉ＋ｔ　Ｆｉ－Ｐｉ＋λｉｔ。类似地，由于已知Ａ＜

０和１－ｍｉ－ｔ
Ｆｉ
Ｐｉ

＋
Ｆｉ
ｋｉ

ｋｉ
Ｐｉ

烄

烆

烌

烎
＞０，因此可以得到

Ｐｉ
ＳＥｉ

＞０和
Ｆｉ
ＳＥｉ

＞０。由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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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模型中，地方政府的资金只有两项用途———公共物品和政府自身消费。限定用
途的专项转移支付是通过引入转移支付的配套性来实现的，在模型中，只有规定这类
转移支付是用于对地方提供公共物品的配套，才限定了这类转移支付的用途。



式可进一步得到： ｄ２Ｐｉ
ｄ　ＳＥｉｄ　ｍｉ

＞０和
ｄ２Ｆｉ

ｄ　ＳＥｉｄ　ｍｉ
＞０。由此，我们还有如下命题。

命题２：
ｄ　Ｆｉ
ｄ　ＳＥｉ

＞０，
ｄ２Ｆｉ

ｄ　ＳＥｉｄ　ｍｉ
＞０。即一个地区获得的带有配套的专项转移支付数

额增加，会导致地方的经济产出增加。随着地方配套率的提高，专项转移支付数额
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会增强。

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满足上述模型假设的均等性无条件转移支付和配套性
有条件转移支付，但是当前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都在某种程度上
分别具有均等性和配套性的某些特点。因此，根据上述命题１和命题２的结论，尽
管一个地区只要获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都将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具有较高配套率和较低均等化程度的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将会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本文随后的部分利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的县级数据，通过构
建计量模型来实证检验上述的理论预测。

三、实证策略和数据

（一）转移支付的内生性问题

回答县级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有多大，我们要估计，在其他
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县额外获得１单位转移支付会带动当地ＧＤＰ增长多
少。其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各个县获得的转移支付数额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其一，

上级政府可能对经济增长缺乏潜力的县给予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从而存在反向因
果问题。其二，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也与很多不可观测因素 （如一个县的重要性以
及地方官员的政治游说能力等）相关，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导致遗漏变量问题。

断点回归设计 （ＲＤＤ）是当前被广泛运用于政策评估的一种实证估计策略。其
基本思想是，外生的制度断点将样本按照一种前定的规则分配到断点两侧，从而造
成自然实验的效果。国家级贫困县的划定，恰恰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制度断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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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已有的文献中，Ｍｅｎｇ基于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间的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发现国家级贫
困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更快。毛捷等也考察了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间国家级贫困县划定对县级
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与他们的研究不同，我们基于贫困县划定造成的断点，考察财
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见Ｌ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Ｍｅ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１，２０１３，ｐｐ．１－１１；毛捷、汪德华、白重恩：《扶贫与地方政府公共
支出———基于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经验研究》，《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二）国家级贫困县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中国的国家扶贫战略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扶贫资金主要来自中央政府，① 扶
贫工作的具体实施则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央政府以划定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的方
式，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对这些县进行倾斜。

１９８６年，中国首次确定了２８８个国家级贫困县。１９９３年底，中国开始实施 “八
七扶贫攻坚计划”，重新确定了５９２个国家级贫困县名单。这次划分的具体标准是：

如果１９９２年人均纯收入低于４００元，划为新的国家级贫困县；１９９３年之前是国家
级贫困县的，如果１９９２年人均纯收入不超过７００元，仍保留其贫困县资格。② 但这
一标准并没有被严格实施，贫困县的认定中受到了地方政府游说的影响，还有一些
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少数民族县和革命老区县，也被纳入了贫困县名单。③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２０００年结束之后，中央政府又出台了 《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并以此为背景，在２００１年对国家级贫困县再次进行
了调整。这次调整的规则是：（１）全国贫困县总数保持不变，依然为５９２个；（２）

东部沿海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六个省份的３３个贫困县全部调
出；（３）将西藏整体作为一个扶贫单位，单独列入计划，其原来占有的５个贫困县
名额相应让出；（４）各省根据中央分配的名额数，选择省内具体的县为国家级贫困
县，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备案。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要照顾既得利益，

各省贫困县名单的变化幅度很小。与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相比，２００１年调整之
后，新列入的贫困县有８９个，退出名单的县也是８９个 （其中东部沿海六省退出３３
县、西藏退出５县、其余省份退出５１县）。由于２００１年对贫困县的调整幅度不大，

并没有改变１９９３年所划定的贫困县分布的基本格局，④ 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在模糊断
点回归设计 （Ｆｕｚｚｙ　ＲＤＤ）的框架下，研究２００１年及之后的样本。⑤

国家对贫困县的扶持政策主要体现在转移支付资金上的倾斜。首先，在一般性
转移支付分配上对贫困县实施了倾斜。尽管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原则上是根据客观因
素和相应的公式进行标准化测算的，但很多省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系数上对国家级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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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省和市级政府也会提供一些扶贫资金。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之下，中央并不是直接对县
进行转移支付，而是中央对省、省对市和县逐级进行转移支付。
详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列入贫困县的通知》（国开发 ［１９９４］５号）。

Ａ．Ｐａｒｋ，Ｓ．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Ｗ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８６，２００２，ｐｐ．１２３－１５３．
例如，在２００１年的调整中，云南省有５个县 （腾冲县、牟定县、石屏县、祥云县和宾
川县）被调出，这５个县被确定为 “省定贫困县”，继续享受省内特殊的扶持政策。

２００１年退出的几乎所有原国家级贫困县，都被列入到 “省定贫困县”名单。

２０１２年，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单再次进行了微调，调出３８个，调入３８个，总数仍为５９２
个。由于我们选取的样本区间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的调整对本文没有影响。



困县进行了额外的倾斜。① 其次，贫困县在专项转移支付上也受到特殊照顾，中央
针对贫困县设立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２０１１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总数为２７０
亿元。根据国家审计署 《关于１９个县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管理和使
用情况的审计结果》（２０１３年第３１号公告）披露的数据，被审计的贫困县平均每年
获得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６８９０万元。除此之外，中央各部委和各省政府在其他专
项项目资金分配上也通常会优先照顾贫困县。②

（三）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断点处分配处理状态的机制，断点回归设计可以分为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Ｓｈａｒｐ
ＲＤＤ）和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Ｆｕｚｚｙ　ＲＤＤ）两类。国家级贫困县资格基本以１９９２年人均
纯收入４００元为界限，断点两侧的样本获得更多转移支付数额的概率发生了跳跃，因此
可以使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策略识别因果效应。本文的估计采用与Ｂｒｏｌｌｏ等类似的模
型设定，③ 式 （１３）和式 （１４）分别为模型的一阶段和二阶段回归表达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ｃ＋β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ｉｔ＋ｆ（ｚｉｔ）＋γＸｉｔ＋λρ＋πｔ＋ｖｉｔ （１３）

　　ＲＧＤＰｉｔ＝α＋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ｆ（ｚｉｔ）＋φＸｉｔ＋λρ＋πｔ＋μｉｔ （１４）
其中，ＲＧＤＰｉｔ是ｉ县第ｔ年的ＧＤＰ增长率，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是该县获得的转移支付与

滞后一期ＧＤＰ的比值。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ｉｔ是一个虚拟变量，即按照１９９３年划定贫困县时的
规则，一个县是否具有入选贫困县的资格 （这个变量取值为１，并不代表一个县实
际上入选了贫困县）。ｚｉｔ是１９９２年人均纯收入与４００元之差，④ 作为断点回归的驱动
变量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ｆ（ｚｉｔ）是驱动变量及其与是否具有入选贫困县资格交互项的

多项式函数。二阶段回归中的自变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是一阶段回归中被解释变量的预测值。
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省固定效应!ρ以及年度固定效应"ｔ，Ｘｉｔ为控制变量集合。除了考
察转移支付对ＧＤＰ增长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将研究其转移支付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
响。这时，（１３）式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滞后期ＧＤＰ的比值。

（四）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的全国县级层面数据 （不包含市辖区）。⑤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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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萍、许宏才、李承：《财政体制简明图解》。
例如，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实施的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中，水利部联合财政部对５９２个国
家级贫困县给予总额达６．１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以补助这些县的普查经费。

Ｆｅｒｎａｎｄａ　Ｂｒｏｌｌｏ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３，２０１３，ｐｐ．１７５９－１７９６．
本文主要利用４００元断点进行实证，与 Ｍｅｎｇ类似，我们还尝试了将 “４００元”和
“７００元”两个断点堆叠起来的分析框架，结果仍然是一致的。

１９９７年之前缺乏县级ＧＤＰ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９年之后则缺乏县级财政转移支付数据。市辖
区的财政体制与县 （或县级市）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此我们剔除了市辖区样本。



们的分县经济数据来自历年的 《中国县 （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农村
社会调查司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和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农村社会调查司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县级财政收支
数据来自历年的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２年分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
来自农业部的统计资料。如前所述，我们将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
移支付，分别考察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整的过程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口径几乎经常发生变化。我们定义的口径与２００９年之后官方称谓
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同。根据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的条目，专项转移
支付的名称是 “专项补助”或 “专项转移支付”，而一般性转移支付被定义为除此之
外的其他转移支付。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分省的ＧＤＰ平减指数将各项指标都调整为
以１９９７年为基期的价格水平，ＧＤＰ平减指数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公布的各省不变价ＧＤＰ倒推得到。

为了剔除极端值的干扰，我们将主要变量最高和最低的１％样本进行了缩尾法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

在样本选择方面，由于缺乏数据，我们的样本中去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所有县。

在原始数据来源中，不符合低于 “４００元”规则但在１９９３年被划为贫困县的县共有

１１５个，应在１９９３年被列入贫困县 （符合低于 “４００元”规则）而未列入的县共有

５２个。上述不符合处置规则的１１５个县被确定为贫困县，多数情况属于扶贫政策对
革命老区县、民族地区县和边境地区县的特殊照顾，但也不排除这些县具有较强的
政治游说能力。为了避免上述不可量化的因素对模糊断点回归一阶段的干扰，我们
删除了上述两类违背处置规则的县。我们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１５０７个县。

四、实证结果

（一）断点回归有效性检验

使用断点回归进行因果识别，必须满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① 首先，断点附近
的样本个体可能通过自选择而操纵驱动变量，进而改变自身是否接受处理的情况，

因此需要对此进行检验。② 在本文中，一些县可能会操纵本县１９９２年的农民人均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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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ｕｉｄｏ　Ｗ．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ｍｉｅｕｘ，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１４２，２００８，ｐｐ．６１５－６３５．
Ａｌａｎ　Ｉ．Ｂａｒｒｅｃａ，Ｊａｓｏｎ　Ｍ．Ｌｉｎｄｏ　ａｎｄ　Ｇｌｅｎ　Ｒ．Ｗａｄｄｅｌｌ，Ｈｅａｐ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ｉａｓ　ｉ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７４０８，２０１１．



收入数据，从而影响自己能否在１９９３年被划定贫困县。① 我们根据 ＭｃＣｒａｒｙ的方
法，② 对驱动变量在断点附近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检验。图３中针对４００元断点处的

ＭｃＣｒａｒｙ检验结果显示，无法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拒绝驱动变量在断点处连续的假
设，因此，可以认为断点附近不存在样本操纵驱动变量的问题。

图３　１９９２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００元处 ＭｃＣｒａｒｙ检验

　　　注：虚线为９５％置信区间的上下限。

使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进行因果识别的另一个要求为，存在一个真实的一阶段。

在图４和图５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占ＧＤＰ的比重和专项转移支付占ＧＤＰ的比重，

在驱动变量断点处均存在明显的跳跃，这表明，贫困县确实额外获得了更多的转移
支付。本文随后的部分将更为详细地报告这一跳跃的大小。

　图４　断点两侧一般性转移占ＧＤＰ比重的跳跃　　图５　断点两侧专项转移支付占ＧＤＰ比重的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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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本文的研究中，１９９３年贫困县划定依据１９９２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如果某个县为了
获得贫困县资格，主动调整了１９９２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值，其前提是事先就知道中
央划定贫困县的相应政策。这种可能性很低，但为谨慎，我们还是对这一前提条件是
否满足进行了检验。

Ｊｕｓｔｉｎ　ＭｃＣｒａｒｙ，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Ｔｅ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１４２，２００８，ｐｐ．６９８－７１４．



（二）基准回归结果

断点回归设计是一种对模型设定条件极为敏感的因果识别方法。如果估计结果
因具体的模型设定条件不同而发生很大变动，那么回归结果是值得怀疑的。现有的
理论和应用文献中，断点回归设计主要通过调整回归带宽和多项式函数的形式进行
稳健性检验。①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一阶多项式控制了断点两侧驱动变量的不
连续效应，并且没有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在随后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还将报告
控制二阶多项式的回归结果。② 由于断点回归估计的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Ｌｏｃ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ＬＡＴＥ），强调估计结果的内部有效性，在选择回归带宽
时，需要权衡估计的精度和样本的覆盖范围。考虑到本文中使用的驱动变量具有明确
的经济意义，为了更为直观，我们使用手动设定回归带宽的方法。选择±３００元作为
基准带宽，同时报告使用±１００元、±２００元带宽和全样本进行回归的估计结果。③

表１是断点回归的估计结果。首先，从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当选择±３００
元的带宽时，“具有贫困县资格”这一变量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显著。系数大小显
示，具有贫困县资格将使一般性转移支付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３．６个百分点，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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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在实施断点回归的过程中，带宽选择越小，对跳跃的识别越准确，但估计的外部有效
性越差。当回归带宽越小时，使用的断点两侧的样本也就越少，但相应地可以减少断
点两侧多项式函数的阶数。参见Ｊ．Ｄ．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Ｊ．Ｓ．Ｐｉｓｃｈｋｅ，Ｍｏｓｔｌｙ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ｔ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Ｄａｖｉｄ　Ｓ．Ｌ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ｍｉｅｕｘ，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４７２３，２００９．
值得注意的是，Ｇｅｌｍａｎ和Ｉｍｂｅｎｓ的最新研究建议，实施断点回归时，应当控制不超
过二阶的多项式函数。参见Ａ．Ｇ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Ｇ．Ｉｍｂｅｎｓ，Ｗｈｙ　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
２０４０５，２０１４．
目前文献中选择回归带宽的方法主要有两类：手动设定带宽和基于样本数据计算并选
择带宽。后者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由Ｃａｌｏｎｉｃｏ等提供的ＣＣＴ带宽，由Ｌｕｄｗｉｇ和

Ｍｉｌｌｅｒ提供的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Ｖ）带宽，以及由Ｉｍｂｅｎｓ和 Ｋａｌｙａｎａｒａｍａｎ提供的

ＩＫ带宽。在本文中，这些方法计算出的最优带宽均在２００—４００元间，使用这些最优带
宽，我们的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
我们索取。参见Ｓ．Ｃａｌｏｎｉｃｏ，Ｍ．Ｄ．Ｃａｔｔａｎｅｏ　ａｎｄ　Ｒ．Ｔｉｔｉｕｎｉｋ，Ｒｏｂｕｓｔ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８２，

ｎｏ．６，２０１４，ｐｐ．２２９５－２３２６；Ｊｅｎｓ　Ｌｕｄｗｉｇ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Ｍｉｌｌｅｒ，Ｄｏｅｓ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ｆ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２，２００７，ｐｐ．１５９－２０８；Ｇｕｉｄｏ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Ｋａｒｔｈｉｋ　Ｋａｌｙａｎａｒａｍ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７９，２０１２，ｐｐ．９３３－９５９．



０．３２个样本标准差；具有贫困县资格使专项转移支付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１．８个百
分点，相当于０．３１个样本标准差。选择±２００元、±１００元作为带宽，一阶段的显
著性都能保持。

表１　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Ｆｕｚｚｙ　ＲＤＤ估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转移支付类型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带宽 全样本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全样本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二阶段回归

不同类型转移支付／

ＧＤＰ

０．３１１＊＊＊ ０．３５１＊＊ ０．３１６＊＊ ０．３４１＊＊ ０．６３１＊＊＊ ０．６３１＊＊ ０．５２３＊＊ ０．５９６＊＊

（０．０８１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４） （０．１６７） （０．２６９） （０．２６５） （０．２７１）

一阶段回归

具有贫困县资格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０４７６）（０．００５１４）（０．００６１０）（０．００７７３）（０．００２１９）（０．００２４２）（０．００２８６）（０．００３７４）

省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度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观测值 １４４８５　 ８８５６　 ６２３７　 ３２５８　 １５１２３　 ９１８２　 ６４６１　 ３３７０

多项式阶数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统计显著，下同。

从二阶段的系数来看，当选择±３００元的带宽时，１单位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带动
地方ＧＤＰ增长０．３５单位，但１单位专项转移支付能带动地方ＧＤＰ增长０．６３单位，

两者均在１％统计水平显著。断点回归估计的系数大约是 ＯＬＳ估计量的１．８倍左
右。当带宽减小为±２００元时，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系数略微减小；

当带宽减小为±１００元时，尽管样本量损失很严重，但系数仍然在５％的水平显著，

这表明我们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把在全样本中的控制一阶段多项式替换为控制
二阶段多项式。从表２第１、２列的结果可见，二阶段估计系数有所增大，但是专项
转移支付的系数仍然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系数。在表２第３、４列中，我们在基准
回归的基础上额外加入了各县 （市）的１９９０年１５—６５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平
均坡度和１９９０年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结果也仍然是稳健的。

表２　控制二阶段多项式以及加入额外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转移支付类型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回归带宽 全样本 全样本 ±３００ ±３００

转移支付／

滞后期ＧＤＰ

０．４９２＊＊＊ １．０５４＊＊＊ ０．５３８＊＊ ０．８３８＊＊

（０．１２３） （０．２６７） （０．２３７） （０．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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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１） （２） （３） （４）

省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年度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样本观测值 １４５０３　 １５１４１　 ８１８６　 ８４８３

额外控制变量 无 无 有 有

多项式阶数 ２　 ２　 １　 １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从而证实了理论模型中推论所得出的结论。

（三）转移支付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表３中的估计结果显示，

对于±３００元带宽的样本，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１单位，分别可以带动地
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４单位和２．７单位。这一结论也符合理论模型的推断，由于
均等化程度较低而且公共物品支出的配套率较高，专项转移支付促使地方政府提供
更多公共物品，从而在吸引私人投资的作用上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表３　转移支付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转移支付类型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回归带宽 全样本 ±３００ ±１００ 全样本 ±３００ ±１００

转移支付／

滞后期ＧＤＰ

１．４４６＊＊＊ １．３５８＊＊＊ １．６２４＊＊＊ ２．９７５＊＊＊ ２．６９７＊＊＊ ３．１７８＊＊＊

（０．２３８） （０．３８７） （０．４０２） （０．４９４） （０．７６９） （０．８００）

省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度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观测值 １３６４１　 ８３４１　 ３０５６　 １３７９０　 ８３６１　 ３０６０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以上各回归的一阶段均显著，且与之前差异极小。为了节约篇幅，

本表没有报告一阶段回归结果。

（四）转移支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上述回归考察的是当年的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但是转移支付对经济增
长可能产生长期影响，如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公共物品。

为此，我们分别考察了转移支付对未来两年至八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结果见
表４。从中可见，无论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随着考察时期的拉长，

尽管样本量损失很大，但回归系数基本保持稳定。这表明，两类转移支付对长期经
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作用，而且专项转移支付的长期作用仍然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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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样本时间跨度的限制，我们无法考察更长期的影响。

表４　转移支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转移支付类型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时间跨度 未来两年 未来四年 未来八年 未来两年 未来四年 未来八年

回归带宽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不同类型
转移支付／
滞后期ＧＤＰ

０．３０１＊＊＊ ０．３３５＊＊＊ ０．５４８＊＊ ０．６２３＊＊＊ ０．６３９＊＊＊ ０．７２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８） （０．２４０） （０．２１６） （０．２０４） （０．２８５）

省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度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观测值 ７３０９　 ５４９５　 ２０７８　 ７３２３　 ５４９５　 ２０７８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以上各回归的一阶段均显著，且与之前差异极小。为了节约篇幅，

本表没有报告一阶段回归结果。

五、结　　论

本文利用中央对贫困县资格划分的自然实验，使用断点回归的实证策略，评估

了中国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效果。本文的理论分析和

实证结果都表明，两类转移支付资金对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正面作用，且专项转移支

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实证结果显示，１单位一般性

转移支付和１单位专项转移支付分别可以拉动地方ＧＤＰ增长约０．３５单位和０．６３单

位。这表明，尽管一般性转移支付更直接促进了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但也因此而

削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致使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专项转移支

付尽管可能存在分配机制不透明、偏离地方实际需要等问题，但由于均等化程度较

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资金的用途，使其用于公共物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反而较大。

中央政府利用具有一定均等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落后地区，是各国区域平衡

发展政策的主要做法。但是，当前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促进公平的同时，也产

生了一定的效率损失，弱化了转移支付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中国 “分税制”

改革后的财政体制，被认为是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继而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一

个关键性因素。① 原因在于，由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地方

经济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地方官员面临着正向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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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但是，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反而导致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财力之间呈
现负向的关系，地区经济发展会降低地方可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很可能会
弱化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经济增长效应。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 “促进区域协调、协同、共同发展，努力缩小区域
发展差距”，并且 “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脱贫
攻坚重点，持续加大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扶贫投入力度，增强造血能力，实
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
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①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对贫困地区加大一般性转移
支付力度的过程中，要防止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增长过快、均等化程度过高，以致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出现下降，要避免贫困地区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

而且，应该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对地方政府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建立激励、约
束和监督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和审
计、稽查等工作，建立扶贫资金违规使用责任追究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对扶贫领域
虚报冒领、截留私分、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违法违规问题，坚决从严惩处”。② 我
们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也有助于
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要 “充
分发挥预算公开透明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服
务政府”和 “严格控制政府性楼堂馆所、财政供养人员以及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
出”。③ 我们认为，这对于提升贫困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效率，也是十分
有必要的。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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